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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促进区域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加大高效节能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加速传统农区向现代农区

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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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风险评估
———基于 Ｈ－Ｐ滤波分析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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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４６）

　　摘要：运用农业产量波动作为衡量农业风险的指标，对我国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农业产量进行Ｈ－Ｐ滤波分析，提取农
业产量的周期成分，并利用我国省际层面非平衡面板数据，与支农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相关变量构建计量模型，

研究结果发现，北京、黑龙江、河南、甘肃、新疆５大农业主产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总机械投入
与农村用电量会带来较高的农业风险。基于此，提出应扩大农业高风险地区的农业保险覆盖面、拓宽农业保险范围、

建立完善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加大对农业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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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
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承担各

种风险。为保障农民的农业生产，农业保险应运而生。农业

保险是政府扶持农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方法，对

抗灾减灾、灾后重新生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及保障农民收入

有重要的作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展
开，农业保险随之起步；８０—９０年代，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
场经济，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高且商业运作效率低，农业保险

日渐萎缩；２１世纪，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费用政策实施，我国农
业保险进一步得到发展。对于农民来说，农业风险的高低关

乎于农业收入的多少，而农业收入与农业产量密不可分。在

降低农业风险的过程中，稳定农民收入是重中之重，而农业产

量的忽高忽低对农民的收入影响很大，农业产量波动越大意

味着农业风险越大。另外，我国现有的农业参保品种主要集

中于中央财政补贴所覆盖的农业品种，而有些高风险品种并

未覆盖，以致保险业务推动缓慢。

本研究?用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数据，引入支农支出、农村固
定资产投资、农业总机械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

作物播种面积等相关因素与农业产量周期成分，通过 Ｈ－Ｐ
滤波分析我国各地区的农业产量波动，以获得对农业产量周

期波动影响较大的因素，明确增加农业风险的变量，为有效降

低农业风险、拓宽农业保险范围提供理论依据。

１　文献综述

Ｈａｒｄａｋｅｒ等将农业风险分为７类：生产风险、价格或市场
风险、制度风险、货币风险、融资风险、人身风险与法律风

险［１］；Ｚｉａｒｉ等研究得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保险可
以带动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１美元的保险赔付可以带动整
个州的商业经济增长２．３美元，促进个人收入增长１．０３美
元，使州总产值增加１．１４美元，即农业保险对国民经济和社
会福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２］；Ｌｅｉｓｉｎｇｅｒ探讨农业生物技术对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风险，指出生物技术等存在潜在风险［３］；

Ｂｏｅｌｈｌｊｅ等研究指出，农业产业出现了新风险，分为战术风险
与战略风险，前者又可以分为商业风险与融资风险，后者则聚

焦于战略方向的灵活性与一些不确定因素［４］；Ｓｅｒｒａ等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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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指出，初始财富的积累会降低农民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农

业风险处理最普遍的方式是灾后救济，这种方式具有事后性

局限［５］。温思美提出，我国农业风险分为５类：自然风险、制
度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与资产风险［６］；葛颜祥将农业风

险分为２类：系统内部风险与系统外部风险［７］；孙良媛等研究

我国农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风

险，指出市场风险已经取代自然风险而占主导地位，体制风险

与市场风险相互作用［８］；刘凤芹对订单农业进行研究，得出

订单农业风险来源于环境和自身“有限理性”的不确定性［９］，

订单农业可以转移一定的风险，但是若农户根据订单要求改

变种植方式，如从事一些投入高、技术难的生产后，农民将被

迫依附于订单农业的发起人，这将带来更大的风险；庹国柱等

通过经验分析得出，较大范围地分散农业保险与保险范围小

相矛盾［１０］；陆文聪等基于浙江省王家村和大柳村的调查数

据，运用ＭＯＴＡＤ模型方法对调查农户的农业风险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不同农户对农业风险的反应有差异，在风险较高的

情况下，农民更倾向于投入资本而非劳动力，在低风险的农业

生产中，农民实施多元化经营，这样虽可以降低风险，但收入

也会相应降低［１１］；栾敬东等指出，农业风险类型之间的关联

性与风险管理方式的孤立性，是我国存在农业高风险与农业

风险低效率管理的根本原因［１２］；王敏俊分析了浙江省６１３个
农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情况，得出提高小规模农户对农

业风险的认知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户的参保率［１３］。

项桂娥等以安徽省政府２２１家农业产业化企业为例进行实证
分析，建立农业企业风险评价体系对农业风险进行量化、预警

与控制［１４］；叶明华运用典型相关分析研究４个主要产粮地区
之间的水旱灾害系数，结果表明，东北、华北地区的粮食产量

与水灾风险系数相关度较高［１５］。从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农业

风险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国内外学者对农业风险与农业保

险有３点共识：一是将农业风险分为市场风险、制度风险、资
产风险与自然风险等，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风险的主

导地位逐步弱化；二是订单农业实质上带给农民更大的农业

风险；三是农业保险与其他部门的经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农

业保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升级。

目前，多数学者关注于农业风险的分类与政策性防范，研

究衡量农业风险指标的文章较少，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以各省

份从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间的农业产量波动进行Ｈ－Ｐ滤波分析，得
出农业产量波动的标准差，并以此作为量化农业风险的指标，

标准差值越大说明农业风险越大。为更进一步分析影响农业

风险的因素，本研究从Ｈ－Ｐ滤波分析的ｓｔａｔａ１２数据中提取农
业产量的周期成分，与其他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

影响农业风险的潜在因素，为规避农业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２　衡量农业风险的指标和方法

农业风险本身是一个涉及因素多且关系复杂的问题。在

农业实际生产过程中，农业产量周期成分或者产值缺口代表

产量波动，农业产量若一直以平稳趋势增长则农业风险相对

较小，若农业产量忽高忽低，呈现一种波动起伏状态，则表明

农民在种植农作物时承担较大的风险。因此，本研究将农业

产量的波动作为衡量农业风险的指标。

农业产量在时间层面上常表现为“波动中增长”或“波动

中降低”，这是由于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互相作用的结果。

农业产量的波动分析?用“剩余”法，即从农业产量中分离出

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长期趋势可用于预测经济走势，而短期

波动可用于周期分析。本研究?用 Ｈ－Ｐ滤波法分析我国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的农业风险问题。Ｈ－Ｐ滤波是 Ｈｏｄｒｉｃｋ等在
战后美国商业周期的实证研究中首次提出的，运用滤波法将

时间序列数据分解为平稳变化的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１６］。

对一个给定的时间序列｛Ｙｔ｝，可以分解为趋势成分（Ｇｔ）与周
期成分（Ｃｔ），得出：Ｙｔ＝Ｇｔ＋Ｃｔ（ｔ＝１，２，…Ｔ），原理是从初始
不光滑的时间序列｛Ｙｔ｝中，通过将实际值的波动最小化和整
体样本的趋势变化，寻找出１个光滑的时间序列｛Ｇｔ｝，使下
列目标函数极小化：

ｍｉｎ
Ｇｔ，ｔ＝１，２，…，Ｔ

｛∑
Ｔ

ｔ＝１
Ｃ２ｔ＋λ∑

Ｔ

ｔ＝１
［（Ｇｔ－Ｇｔ－１）－（Ｇｔ－１－Ｇｔ－２）］

２｝。

式中：Ｃｔ＝Ｙｔ－Ｇｔ，ΔＧｔ＝Ｇｔ－Ｇｔ－１，ΔＧｔ是 Ｇｔ的增长率，Δ
２Ｇｔ

是增长率的变动，λ是对｛Ｇｔ｝（趋势成分）波动的惩罚因子。
Ｃｔ＝Ｙｔ－Ｇｔ是周期成分，假设Ｃｔ和 Δ

２Ｇｔ都呈正态分布，
且相互独立，当λ＝ｖａｒ（Ｃｔ）／ｖａｒ（Δ

２Ｇｔ）时，Ｈ－Ｐ滤波可以得
到最优结果，由此可以得出趋势成分：Ｇｔ＝［１＋λ（１－Ｌ

２）２

（１－Ｌ－１）２］Ｙｔ，周期成分：Ｃｔ＝［λ（１－Ｌ
２）２（１－Ｌ－１）２］／［１＋

λ（１－Ｌ２）２（１－Ｌ－１）２］Ｙｔ。目前，对Ｈ－Ｐ滤波最大争议是 λ
取值问题。当?用季度数据时，学者们大都认同 Ｈｏｄｒｉｃｋ等
的结论，λ＝１６００［６］；当?用年度数据时，学者们也大都认同
Ｂａｃｋｕｓ等的结论，λ＝１００。本研究?用的是省际层面的年度
数据，因此，Ｈ－Ｐ滤波分析λ取值为１００。

本研究采用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共６０年２５个省、市、自治区
的农业产量波动数据，其中，１９５１—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来自《新中
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的数据来自《中国统
计年鉴》。由于个别省份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分析样本剔除

了安徽、湖北、江西、西藏、海南、宁夏这６个省份以及港、澳、
台地区的相关数据。本研究运用 Ｈ－Ｐ滤波对２５个省、市、
自治区的农业产量进行分析，最终提取出这些省份在６０年中
农业产量波动的标准差、均值等，与此同时，本研究还从

ｓｔａｔａ１２中提取出２５个省份从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间的周期成分。
　　由表１可见，北京市、黑龙江省、河南省、甘肃省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这５个省份的农业产量标准差依次约为０．１８６３、
０．１６２７、０．１７９４、０．１８５６与０．１５５２，与其他省份相比，农业
产量波动相对较大，即这些地区的农业风险也相对较大；上海

市、浙江省、福建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业产量标准差分别

为０．１０９５、０．１０３１、０．１０５６与０．１０５９，这４个省份的农业产
量波动相对较小，表明其农业风险也相对较小。

３　农业风险评价模型及方法

３．１　样本数据
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时多?用“平衡面板”数据，即每个时

期的样本数是一致的。而在有些情况下每个时期的样本数并

不相同，也就是“非平衡面板数据”或“不完全面板”。由于非

平衡面板更符合经济问题的实际情况，如果在非平衡面板中

提出平衡面板会损失样本容量，从而降低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本研究共选取我国２５个省、市、自治区从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的省
际面板数据，Ｈ－Ｐ滤波测算出的周期成分作为衡量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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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全国各省份农业产量波动情况

省份 样本数
均值

（×１０－１８）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北京市 ６０ －２．７８ ０．１８６３ －０．４４０５０．４４０５
天津市 ６０ －８．１７ ０．１４８１ －０．３６０７０．３２３６
河北省 ６０ －６．９４ ０．１２８４ －０．４４７７０．２２３９
山西省 ６０ １８．２０ ０．１５４１ －０．３４３３０．３７４６

内蒙古自治区 ６０ －１４．８０ ０．１２０４ －０．４２２１０．２２９８
辽宁省 ６０ －９．２１ ０．１２０２ －０．３２０５０．２３３６
吉林省 ６０ －０．２３ ０．１３３７ －０．３０３４０．３３０６
黑龙江省 ６０ －１４．２０ ０．１６２７ －０．５５２７０．３０８７
上海市 ６０ －２．２０ ０．１０９５ －０．２４０８０．２２２６
江苏省 ６０ －１１．８０ ０．１３７５ －０．４２５８０．２６１８
浙江省 ６０ －０．４６ ０．１０３１ －０．３４３４０．１９８４
福建省 ６０ ３．８２ ０．１０５６ －０．２７６５０．２６３２
山东省 ６０ １．３９ ０．１４１２ －０．４６５９０．３２０６
河南省 ６０ ２０．９０ ０．１７９４ －０．６６４３０．２９６９
湖南省 ６０ ７．７５ ０．１３９７ －０．５０７００．２２７９
广东省 ６０ １．３９ ０．１１０６ －０．３１９２０．１７３２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６０ ４．３９ ０．１０５９ －０．３４１９０．２０５８
重庆市 ６０ ４．７５ ０．１３８９ －０．４７２５０．２３０３
四川省 ６０ ０．４６ ０．１２９９ －０．４２３７０．３０８１
贵州省 ６０ ８．７９ ０．１１７９ －０．２５４４０．２０９１
云南省 ６０ ６．７１ ０．１１９４ －０．３１７４０．２５６５
陕西省 ６０ ６．９４ ０．１２５７ －０．２４５３０．２９７６
甘肃省 ６０ ４．７４ ０．１８５６ －０．６２２３０．３９７８
青海省 ６０ －７．８６ ０．１２９４ －０．２４７４０．２１１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６０ －４．５１ ０．１５５２ －０．２８２５０．３４４９

量周期波动指标的数据来源，其余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

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国统计年鉴》。农业产量周期波动指

标的时间维度最长，为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６０年，其他变量则相对
较短，因此，总样本是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因此，本研究?

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３．２　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研究的基本模型为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

ａｇｒｉｓｋｉｔ＝ｃ＋β１ｌ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ｇｉｔ＋β２ｌｎｒｆａｉｉｔ＋∑βεｊ×Ｄ＋μｉ＋εｉｔ，
其中，ｉ和ｔ分别代表第ｉ个省份和第ｔ年，ｃ是常数项，μｉ是不
会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两者共同构成模型的
误差项；ａｇｒｉｓｋｉｔ用来衡量农业产量波动，为Ｈ－Ｐ滤波中农业产
量的周期成分，即用来代表农业风险指标；ｌ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ｇｉｔ为支农
支出，ｌｎｒｆａｉｉｔ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这２个变量在处理时均做了
平减，消除了通胀因素，并取对数以便在同一水平上进行比较；

Ｄ包括一系列在实证研究中的其他变量，βεｊ为这些变量的系
数。本研究其他控制变量包括：ｌｎａ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为农业总机械投
入；ｌ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为有效灌溉面积；ｌ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为化肥施用量；
ｌｎｅｌｅｃｃｏｎｓｕｍｅ为农村用电量；ｌｎｃｒｏｐａｒｅａ为农作物播种面积。
３．３　估计方法及结果

本研究实证模型所用数据是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非平

衡面板数据时，ＯＬＳ估计仍是无偏一致的，但其标准差是有偏
的（Ｍｏｕｌｔｏｎ，１９８６）。Ｊｅｎｎｒｉｃｈ等指出，极大似然估计（ＭＬＥ）对
非平衡面板数据的估计较为有效。鉴于此，本研究非平衡面板

模型主要依据极大似然估计的估计结果。为方便比较，列出固

定效应（ＦＥ）、随机效应（ＲＥ）与ＧＭＭ估计结果以供比较（表２）。

表２　农业风险评价模型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ａｇｒｉｓｋｉｔ）

变量名 ＦＥ ＲＥ ＧＭＭ ＭＬＥ（％）
ｌ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ｇ ０．０４１６（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４６（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５２（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９（０．０１１４）
ｌｎｒｆａｉ ０．０８３４（０．０１５１） ０．０７９２（０．０１１９） ０．０６５３（０．０１１１） ０．０８５８（０．０１３９）

ｌｎａ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０．１２９２（０．０２７１） －０．０５９１（０．０１１２） －０．０４３１（０．００７８） －０．０８２５（０．０１７３）
ｌｎ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０．１４１４（０．０３６９） ０．０３６８（０．０２１２） ０．０４０７（０．０１９７） －０．０３６４（０．０４０１）
ｌ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０．０１４２（０．０１４９） －０．０３５２（０．０１０８） －０．０３０６（０．００９１） －０．０２７９（０．０１４２）
ｌｎｅｌｅｃｃｏｎｓｕｍｅ －０．０９２１（０．０１６２） －０．０８０５（０．０１０６） －０．０６１６（０．００９３） －０．１０１６（０．０１３４）
ｌｎｃｒｏｐａｒｅａ ０．３９０８（０．０５７３） ０．０４２９（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４３（０．０１７２） ０．１２７９（０．０４１８）
＿ｃｏｎｓ －１．２１８５（０．３４３５） ０．０１９５（０．０６１９） ０．００４３（０．０４６７） －０．０１１０（０．１３５１）

　　注：样本数Ｎ＝５７０；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水平上有显著性差异。

　　本研究用农业产量的周期波动作为衡量农业风险的指
标，其中，正向周期表明产量有向上的趋势，是应该要加强的，

相反，对农业产量具有负向周期作用的变量应该避免或改进。

由表２可知，支农支出每提高１百分点，给农业产量波动带来
０．０１２９％的向上冲击，即支农支出的增加对农业产量有一个
正向周期的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同样给农业产量

波动带来一个向上的冲击，其冲击作用是０．０８５８％，且农村
固定资产投资的提高对农业产量的正向周期作用显著；对农

业产量波动带来正向周期作用的还有农作物播种面积，该项

指标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对农业产量具有０．１２７９％的向上冲
击作用；农业总机械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与农村

用电量给农业产量带来负周期作用，这些指标每增加１百分
点，致使农业产量周期波动向下的冲击作用分别为

００８２５％、００３６４％、０．０２７９％与０．１０１６％，其中，农村用
电量对农业产量周期的冲击作用最大。支农支出、农村固定

资产的投入与农作物播种面积这３个指标给农业产量带来正

周期作用，其余指标则具有相反的周期影响。

农业产量周期波动的大小与农业风险的大小呈正比关

系。在衡量农业风险时，无论农业产量周期是正是负，周期的

波动都不是所期望的。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固定资产

投资、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总机械投入与农村用电量对农业

产量周期波动的影响作用较大。就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来看，

可以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特征来解

释，农户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支出呈上升态势，增长速度的

波动较大，农户投资生产性设备的根基不稳，各种突发事件、

意外因素均会削弱或中断农户投资固定设备的积极性，使其

中止投资行为，从而对农业产量波动造成一定影响；对于农业

播种面积，由于政府的农业补贴政策及农业机械化覆盖面加

大，促使农业播种面积加速扩大，进而农业产量波动也加大；

对于农业机械投入造成农业产量波动与机械质量和使用寿命

有很大关联，近年来，我国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农

机经营分散，原有的农用机械设备使用寿命短而相继淘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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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保有量大幅下降，使农机装备水平低，在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进程中，政府又加大农业机械的投入，实行政府补贴等优

惠政策，使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上升，这种农业机械的更替带

来了农业产量周期的波动。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４．１　结论
本研究首先利用 Ｈ－Ｐ滤波对我国１９５１—２０１１年省际

层面的农业产量波动进行分析，得到各个省份的标准差，并通

过标准差来衡量各地区的农业风险，标准差越大则表明相应

省份的农业风险越大，反之则农业风险越小。从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北京市、黑龙江省、河南省、甘肃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的农业产量波动较大，农业风险较大。

此外，本研究从 ｓｔａｔａ１２数据中提出农业产量的周期成
分，与其他相关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

支农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业产量

具有正向周期作用，而农业总机械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化肥

施用量与农村用电量则对农业产量周期具有负向影响。从整

体波动幅度来看，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

总机械投入与农村用电量对农业产量的周期波动作用较大，

这些变量带来的农业风险较高。

４．２　政策建议
４．２．１　扩大农业风险较高地区的农业保险覆盖面　除北京
市外，黑龙江省、河南省、甘肃省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均为农

业高产地区，这４个地区也是农业风险较高的地带，在这些地
区发生实际的农业灾害波及范围较大，因此，要加强对这些地

区的风险防范。

首先要加强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识，大部分农民在进行

农业生产时常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收成是由自然气候决定的，

甚至还有农民认为农业保险是在变相收费，尤其在西部欠发

达地区，由于教育普及度不高，导致农民对风险的防范意识薄

弱，对农业保险认识不足，因此，应大力宣传农业保险知识，树

立农民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农民的投保积极性。

其次，对于高风险地区应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解

决农业保险费用高、赔付率低等问题。在实际情况中，若按照

商业化操作要求收取保费，农民通常负担不起，如果按农民可

以接受的额度制订保费则保险公司赔不起，这也是阻碍农业

保险发展的一个原因，这时就需要政府介入，进行双向补贴，

打破农业保险的尴尬局面，使农业保险机制高效运转。

４．２．２　拓宽农业保险范围，建立完善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　
从实证分析结果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效

灌溉面积等变量对农业产量波动的影响较大，容易引起农业

风险。因此，政府不应将农业保险范围仅扩展到直接物质成

本，还应将固定资产的投资、种植面积、机械作业服务等全部

成本纳入投保范围。农业风险在季节与地区间分布不均衡，

我国各地的自然气候差异很大，适宜在不同地区、不同年度以

丰收补贴亏损来分散农业风险。政府应建立全面的农业风险

分散制度，由办理农业保险业务的机构建立农业风险保障基

金，保险公司每年在保费中提出一部分放入基金，在发生农业

风险时可从风险基金中得到补偿，基金的结余可由各公司按

注资比例分享权益。在基金开办初期，国家财政要给予一定

补贴，当基金补贴累积到一定额度，能够自发良性循环后则可

不再补贴，进而建立完善的农业风险分散机制。

４．２．３　加大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与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
　支农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业波
动具有正向冲击作用，这些因素有利于农业发展。政府的财

政补贴是我国农业与农业保险发展的助推器，在国家层面应

把农业和农业保险打造成政策支持、回报稳定的“高收益行

业”，既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人力资源涌向农业和农业保险

领域，也是我国农业和农业保险领域真正迈向市场化与农业

现代化的关键。这就需要政府出台有利于农业和农业保险专

业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政策，对从事农业与农业保险的高端人

才给予一定的经济优惠政策，切实提高农业和农业保险从业

人员的专业素养，为我国农业与农业保险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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